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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将企业政治行为的研究引入创业情境，以新企业在与政府和公共服务部门打交道过程
中依靠打点行为赢取支持的意愿为例，基于资源依赖理论系统分析了新企业政治行为的前因
与结果．基于中国创业动态跟踪调查数据展开的实证研究发现，新企业的打点意愿与其创建初
期的绩效表现正相关．对打点意愿前置因素的多层次分析发现，在宏观层面，当环境更为宽松，
所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程度更高时，新企业从事打点行为的意愿会降低;在企业层面，当新企
业拥有创新性的产品和服务并能够进入更广的市场参与竞争时，其从事打点行为的意愿会弱
化;在个体层面，创业者自我效能和商业道德标准是显著影响打点意愿的内生要素．文章贡献
于资源依赖理论的应用情境以及转型经济背景下有关企业政治行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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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在新兴市场国家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作

为重要的制度力量，对微观企业经营活动有着甚

至比西方成熟市场经济体制内的政府更大的影响

力．作为理性的决策者，在谋求有利市场环境、改
善经营绩效动机的驱动下，企业会通过政治行为

和策略( corporate political actions ＆ strategy) 来获
取资源或维持企业经营活动的合法性．研究认为，
由于大企业受到政府政策和外部环境的影响更

大，同时也有更充裕的财力进行政治投入，更有能

力支付建立社会关系网的成本，因此，同小企业相

比，大企业更倾向于采取积极的政治战略［1］．
基于这种判断，现有关于政治行为的研究大

都以大型成熟企业为研究对象，对政治行为( 战

略) 前因和结果做了有益的探索［2－8］．这些研究为
理解“企业积极参与政治行为的动机何在，以及

什么样的企业更倾向于采取这种行为”等问题做
了有益贡献．以成熟企业为样本，现有研究一般从
企业与行业层面来挖掘对影响企业政治战略选择

的前因变量．例如，在企业层面，关注冗余资源、多
元化水平、正式的组织结构等变量［9－11］; 在行业层
面，关注行业管制程度、行业集中度、企业间合作
程度以及行业内企业数等变量［12－13］．然而，新企
业很少拥有冗余资源，更可能是单一小规模生产，

没有正式的组织结构，而且由于规模尚小，不足以

参与到行业竞争之中，这直接影响了现有研究发

现的情境适应性．立足于“新企业并非新成立的小
企业，更不是规模小的大企业”［14］的判断，本文认
为用于解释成熟企业行为的理论框架和方法并不

适合于预测新企业的独特行为选择，应该开展情

境化的研究，讨论新企业参与政治行为的前因与

结果．
作为市场中的新进入者( new entrants) 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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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弱势者( weak players with liability of newness) ，
新企业一方面有着因依赖政府掌控的资源，而投

身政治行为以获取资源的动力，另一方面又受制

于自身资源禀赋匮乏和政治能力的不足而难以大

规模地采取政治行为．这两方面力量引发了有趣
的研究问题: 新企业投身政治行为是来自对强势

资源持有者的遵从压力，还是受改善绩效的经济

理性驱动? 从前因上看，不同情境和属性的新企

业在从事政治行为的意愿上是否存在差异? 对上

述问题的研究将对新企业的情境化结论作出贡

献，并深化对企业政治行为的认识．
基于资源依赖理论，本文首先检验具有高打

点意愿的新企业，是否会在创业初期表现出更高

的经营绩效，这将有助于解释新企业参与政治行

为的目的．其次，将视角前移，从宏观环境、企业及
创业者个体层面，系统考察新企业参与政治行为

意愿的前因变量．在具体变量的选择中，依据资源
依赖理论的假设，持有者对资源分配的决策力越

大，所控制的资源对企业越重要、替代性资源越
少，企业采取政治行为管理这种依赖性的意愿越

高．因此，在不同层面可以左右这种依赖强度的变
量，将成为本文的分析点．由此构建了以新企业政
治行为为联系点的前因—结果模型，系统分析转
型经济背景下新企业参与政治行为的普适动机与

独特动因．本文利用中国创业动态跟踪调查
( Chinese panel study of entrepreneurial dynamics，
CPSED) 数据库检验研究假设．

1 理论与假设

1．1 理论基础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 resource dependence the-

ory) ［16－17］，企业的生存与成长取决于他们能否管
理好与资源持有者间的关系．企业通常会选择在
结构和战略上遵从于( conform to) 其所依赖的资
源持有者，包括政府、顾客、供应商等多维度的利
益相关者，以期获取资源，赢得支持．从结果上看，
企业采取战略管理依赖关系的目的是赢取所急需

的资源，进而提升经营绩效．从前因上看，企业采
取遵从战略的意愿取决于其对资源持有者的依赖

程度( the magnitude of the dependence) ．依赖程度

决定于 3方面的情境: 即，①其所控制资源对企业
的重要性( resource importance) ，②持有者对资源
分配的决策力( discretion power) ，以及③企业所
拥有的替代性选择( alternative choice) ．基于该理
论的阐释，以资源需求和资源限制矛盾表现更为

突出的新企业为例，将资源依赖理论的假设应用

于创业情境下，考察新企业参与政治行为( 遵从

战略) 的前因与结果．
1．2 研究假设
1．2．1 政治行为与新企业初期绩效
以往研究指出，企业通过实行各种政治战略，

获取了更多有利资源和市场机会( 比如减免税

收、放松监管、获得经营市场等) ，同时也积累了
丰富的政治资源和人脉关系，这些都为企业的可

持续发展和竞争能力的提高提供了便利条件．例
如，Hillman等［18］认为企业借由政治行为可以获
得政策信息、市场准入、政治影响力、减少环境不
确定性以及交易成本等各种利益．张建君和张志
学［19］发现不同政治战略通过影响企业成本、收益
和合法性从而影响到企业的竞争优势．与拥有成
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西方国家相比，我国正在经

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转型时期

的各级政府对宏观经济治理和微观企业发展的干

预范围及影响深度都更大．同时，受中国传统文化
和关系型社会氛围的影响，中国企业政治行为表

现得比西方更为复杂，因此有必要开展情境化的

研究．
在具体的政治战略类型研究中，西方学者曾

关注诸如政治捐款(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con-
tribution) 、游说( lobbying ) 、公关广告 ( advocacy
advertising) 、基层动员( grassroots mobilizations) 等
战略类型［20］．但基于制度体制和社会文化的差
异，根源于西方情境下的某些政治策略缺乏在中

国的普遍适用性．因而我国学者卫武和李克克［5］

利用质性研究方法系统分析了在中国情境下企业

政治战略的 8个维度，包括，政治经营、直接参与、
政府关联、财务刺激、代言人、制度创新、信息咨询
和调动社会力量等．这为情境化移植政治战略的
类型提供了清晰的范例．但是这一分类依然是以
成熟的大型企业为研究对象的．欠缺的是在不断
蓬勃发展的创业经济环境下，对新企业政治行为

的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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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研究曾提到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其政治

行为或策略的表现形式和强度是不同的，如反映

出“防御—适应—积极参与”的差异［21］．对于新企
业而言，初始财务资源和社会资本的匮乏，使得他

们无力开展大规模的政治战略去影响政府政策的

制定，更可能的是通过小规模的、防御型的战略举
措获取成长必须的资源，如银行贷款，行政审批等

事务，由此满足初创期的生存需要．因此，本文关
注一项适用于新企业的政治行为—打点行为
( graft) ，考察其对新企业初期绩效的影响及其前
置变量．遵循世界银行［22］以及已有研究的定
义［23］，本文将打点行为界定为新企业在与政府官

员或公共服务部门( 如海关、税务、工商及城管
等) 接触过程中，为了办理具体事务而支付“正常
费用”之外的贿赂行为．
在新兴市场经历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不

仅是重要的资源持有者和规则制定者，同样也是

重要的消费者，扮演了多重角色［24］．政府影响新
企业资源获取的权力催生了企业采取遵从战略

( 即本文所关注的打点行为) 来管理这种依赖性

的意愿，并预期可能由此获得 3方面的收益，进而
提升初期绩效．第一，通过打点行为，创业者可以
在办理筹建企业事务的过程中减少审批阻碍，节

省等待时间，尽早走向开发创业机会的经营之路，

进入市场销售产品和服务，生存进而获得成长．第
二，政府本身掌控资源( 例如政府出台了大量鼓

励和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创新基金) ，并影响其

他重要资源持有者的资源分配机制( 例如政府可

影响银行的贷款政策导向) ．因此，在与政府和相
关公共服务部门接触过程中的打点行为，有助于

新企业优先获得关键资源和项目，获得更多的商

业机会，从而度过创业起步阶段．第三，在转型经
济体中，政府对相关政策解释空间很大，不确定性

较高，新企业虽缺乏像大企业一样借由政治行为

参与或影响政府政策制定过程的能力，但依然可

以在面临市场环境或者政策发生震荡的情况下，

能够通过与政府的良好关系，提高企业的市场能

力，有利于新企业度过高风险的初创阶段．
假设 1 新企业参与打点行为的意愿正向影

响其初期绩效．
1．2．2 影响新企业参与打点行为意愿的前因变量
与广义的政治行为相同的是，打点行为并非

没有成本的．作为理性的决策者，企业会通过评价
自身的资源和能力，并借由环境扫描来判断是否

需要通过政治行为来获取资源，由此引发学者们

对政治行为前因变量的关注．具体而言，以往研究
尤其是基于中国情境下的研究，以成熟企业为研

究对象，基于不同理论视角，从企业层面及行业层

面提炼关键的驱动因素．例如有学者们从规范
( normative) 的视角提出非市场环境是影响企业
政治战略选择的重要因素［10］; 从资源基础理论出

发，认为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源是决定企业政治战

略选择的关键因素，如企业规模，企业对政府的依

赖( 即政府采购比例等) ，冗余资源( 闲散资产) 以

及组织结构( 是否已经建立了正式的公共事务部

门) 以及多元化水平等因素［6－7］; 还有学者发现如

地方文化氛围及企业家性格等是影响中国民营企

业家投身政治行为的关键因素［19］．但正如前文所
述，这些影响要素对于新企业的适用性是值得讨

论的．那么，在创业情境下，又是哪些因素驱动新
企业不得不支付额外成本，倾向于靠打点而获取

经营绩效? 本文关注从宏观、企业到个体 3 个层
面的要素．

1) 宏观层面
ⅰ环境宽松性 基于 Dess和 Beard( 1984) 分

类，环境属性可归为宽松性( munificence) 、复杂性
( complexity) 和动态性( dynamism) ．新企业的绩效
表现以及战略决策受市场环境所能提供关键资源

的影响尤为显著．因此，根据资源依赖理论，3 种
环境属性中资源宽松性对新企业的影响最为重

要．这是因为，作为市场中的新进入者，新企业的
生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能否获取足够的资源，包

括可用资源的多少和对资源的竞争情况，这影响

了资源依赖理论中有关资源重要性①及替代性选
择③的前提情境．因此，本文重点关注环境宽松性
这一维度对打点意愿的影响，具体是指企业在环

境中运营所需的关键资源的稀缺或富足情况．
以往研究考察过环境宽松性对新企业生存和

成长以及市场进入活动的影响．例如，Bruno 和
Tyebjee［25］指出，新企业所处市场环境中资源的稀
缺程度是影响具有高成长能力的企业策略选择的

重要因素．Ｒandolph和 Dess［26］发现环境中的资源
充裕度对新企业开发创业机会、推进企业生存与
成长具有重要影响．当外部环境宽松时，组织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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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扩展经营范围，经营战略的执行受到支撑，因此

成长绩效更好．当资源稀缺、环境紧缩时，来自各
方面的竞争会加剧，使得企业的盈利空间和获利

能力受到影响，导致只有强者才能存活下来．市场
环境越宽松、充裕，越能提供更多、更充分的资源，
这使得新企业获取资源的渠道更加多样化，一方

面降低了新企业对政府资源的依赖，同时多样化

的资源来源也使得政府所控资源在企业所需资源

总量中的占比下降，进而相对降低了政府资源的

重要性，由此放松了资源依赖理论提出的制造依

赖性的第①，第③条情境，弱化了新企业从事打点
行为的意愿．
假设 2a 环境宽松性与新企业从事打点行

为的意愿负相关．
ⅱ地区市场化进程 不同于整体制度发展水

平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西方成熟市场经济，中国

转型经济的发展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

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进行体制转轨的动态过

程，这种渐进性改革导致中国各地区间的市场化

进程极为不均衡．近年来，越来越多弱制度( weak
institution) 情境下的研究，开始关注地区市场化
进 程 和 制 度 发 展 水 平 差 异 ( sub-regional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 在中国企业决策行为中的
作用［27－28］．
根据樊纲等［29］的定义，市场化进程发展状况

包括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
市场的发育、要素市场的发展、市场中介组织和法
律制度环境．市场化进程程度越高的地方，劳动
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能够较完全的进行自由
流通，而且各种政府限制、管制、壁垒较少，市场制
度较为规范．同时非国有经济投资会有较快增长，
是价格、质量而不是权利占据着企业经营的主导
地位，行政权利起着较小的作用．
资源依赖理论提出，资源持有者对所控资源

分配的决策影响力越大，需求者对其的依赖就越

大( ②) ．在市场化进程较高的地方，政府对社会资
源的分配干预力度被弱化，市场交易频繁且正规，

扮演了资源分配的重要机制，决策力的削弱减低

了新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性，并进而弱化了其采取

遵从战略的意愿，即降低了打点意愿．另一方面，
频繁的市场交易孕育了良性的商业氛围，新企业

可以有更多替代性的资源获取渠道( ③) ，把握时

机开发创业机会，这同样弱化了对强势政府的依

赖，降低打点意愿．相反，在那些市场化改革起步
较晚的西部和中部地区，政府依然是“一股独大”
的资源持有者，行政影响力遍及方方面面．这使
得新企业为正常经营付出更多的交易成本，更

可能依靠打点行为以获得政府的显性或隐性的

“保护”．
假设 2b 所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与新企业

从事打点行为的意愿负相关．
2) 企业层面
在创业之初，新企业所拥有的仅仅是创业者

所识别到的创业机会，客观上表现为向市场中提

供的一种或几种产品或服务，创业者首先要考虑

的就是将这些产品或服务在怎样的市场范围内进

行销售( 市场进入范围) ．因此，产品服务的属性、
市场范围的宽广就是新企业仅有的、最为突出的
组织层面的变量．

ⅰ产品 /服务创新性 以往有关企业政治行
为的研究提出，产品性能不过关的企业往往在经

营企业过程中存在侥幸心理，也容易借助政治行

为缓冲企业经营压力［30］．这是因为产品 /服务属
性直接决定了企业市场销售的难易程度，并为市

场化经营打开了渠道，增加了获取资源的替代选

择，进而使得政府控制资源在企业所需资源总量

中的占比降低，政府资源重要性降低放松了资源

依赖理论的第①和第③情境，成为影响企业从事
政治行为的动因之一．
作为市场中的新进入者，新企业面临的是在

位企业( incumbent firms) 成熟的产品 /服务、稳定
的交易结构体系以及巩固的资源基础，这给他们

带来了严峻的竞争挑战．若复制在位企业的产品
或服务进入市场，意味着与既有企业争夺顾客与

有限资源，这可能会招致在位企业的报复性反击，

使其陷入劣势［31］．在市场竞争中的失利会使得新
企业与政府间的依赖—权力对应关系陷入更加不
平衡的状态．因为，替代性选择的减少使得面临生
存和成长压力的新企业，更迫切的需要获得政府

所控资源，以渡过成长期，由此增加了通过打点行

为迎合政府以管理这种依赖关系的意愿．
相反，若新企业可以通过产品 /服务创新，追

求为顾客带来更高的价值体验，创造与在位企业

相比较的产品 /服务优势，便可以塑造以技术为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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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难以模仿和难以替代的竞争优势，收获创业

租金．创新性的产品 /服务是新企业宝贵的初始资
源和企业能力的雏形，由销售创新性产品 /服务所
带来的利润空间提升了企业的议价能力，并构成

替代政府所控资源的、可以支撑新企业发展的关
键要素．基于此，拥有创新性产品 /服务的新企业
会弱化其通过打点行为来迎合政府获取资源的

意愿．
假设 3a 产品 /服务创新性与新企业从事打

点行为的意愿负相关．
ⅱ市场范围 从地理概念上讲，市场范围

( market focus) 是指企业面向多广的市场销售产
品和服务．在国际商务领域，对市场进入范围的选
择是跨国公司国际化过程中的重要战略决策，可

以选择专注本地市场( local market focus) 或者通
过出口进入国际市场( international market focus) ．
专注本地市场的企业会更多地嵌入到当地市场的

关系网络中，与当地政府和公共服务机构有着更

密切的联系，因此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当地政府和

公共机构的支持，进而采取打点行为． Chen［32］发
现与当地政府和国有企业联系较少，而更多地与

同样来自私营性质的供应商和顾客进行交易的私

营企业，会较少地使用政治战略( 红帽子战略) ．同
时在绩效表现上，由于广域的市场范围所带来的

竞争机遇、更广的顾客群体和丰富资源，因此相比
于仅仅进入本地市场的企业，面向广泛国际市场

的企业经营绩效更高［33］．
在创业领域，近年来随着中国市场的开放及

国际化步伐的加快，为规避本土市场上的恶性竞

争，越来越多的新企业开始了“天生国际化”
( born global) 的创业努力，即在创业初期，意在进
入更广域市场范围，甚至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参与

竞争的新企业，需要应对更加挑剔的利益相关者

群体，其交易伙伴、业务联系的来源更广，可以更
大程度上借助市场化的渠道购买资源，组织生产，

进行销售，这些都构成了可以代替政府资源的多

样化选择．同时，进入更广的市场进行经营，也意
味着当地政府的决策力是不足以影响广域市场下

的资源分配规则，由此放松了资源依赖理论中有

关决策力②和替代性选择③的情境，使得新企业
对当地政府和公共机构的依赖性降低，因此支付

额外成本从事打点行为的意愿将被弱化．

假设 3b 企业所进入的市场范围与新企业
从事打点行为的意愿负相关．

3 ) 个体层面
企业最高管理层对组织战略和重要行为的影

响已获得广泛共识．与成熟企业高层管理团队相
比，创业者个体要素对新企业决策过程的影响是

更加重要的，作为新企业的所有者和实际经营者，

创业者自身即可以决定新企业发展方向和几乎所

有重要战略选择．但是在高度不确定和极其复杂
的创业情境下，创业者无法遵从理性决策的充分

信息假设，而往往依据个体因素对创业过程中的

关键行为做出决策，如依仗个人的先前经验、特质
及行为偏好等［30］．因此，新企业是否愿意通过打
点行为以迎合政府获取资源和支持，必然受到创

业者自身因素的影响，个体特质将通过影响在新

企业经营过程中与政府间的依赖—权力对应关
系，作用于其打点意愿．
在诸多创业导向型的心理特质变量( entre-

preneurship-oriented intentions) 中，受到特别关注
且对创业者行为解释力度颇高的变量就是创业者

自我效能［34］．它被证明可以解释创业者在创业进
程中的行为选择［35－36］．进一步讲，既然个体的认
知、信念会对一个人的决策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
可以推理道德信念( ethically-morally oriented val-
ues) 也会影响一个人的道德行为．因此本文选择
研究创业者自我效能和商业道德这两个认知层面

的变量．
ⅰ 创业者自我效能 创业者自我效能是指

创业者相信自己能够成功扮演各种创业角色，并

完成各项创业任务的信念强度，是创业者基于对

自身创业行为能力的判断和评估而形成的对自身

能力的信心或信念［36］．根据社会认知理论和行为
决策的观点，个人对于自我效能的评价，能够很好

地解释个体行为的选择、努力程度及其努力的坚
持程度．在特定任务面前，高自我效能的人更可能
选择去完成该任务，并更可能坚持［37］．
一般而言，自我效能感较高的创业者将表现

出更低的打点意愿，这是因为: 1) 自我效能高的
创业者倾向于设定高的创造性目标，并对目标的

实现有高的承诺感．高的创新性目标以及对目标
的高承诺感将激发个体靠自己的努力积极经营企

业，实现创业理想．这样的创业者对其企业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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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关系的判断会抱有平等的认知，他们相信自己

的创业机会有良好的市场前景，这增加了其感知

到的议价能力，而削弱了他们对政府所控制的资

源和权力重要性的判断( 放松了资源依赖理论的

情境①) ，而更专注于创业机会的开发; 2) 自我效
能感较高的创业者对完成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的

创业挑战更加具有自信心，即使面临暂时的困难，

他们也自信自己可以驾驭窘境，即更愿意坚持直

至创业成功．这放松了资源依赖理论的情境③，即
高自我效能感的创业者认为获取资源或者提升企

业经营绩效的替代性选择是自身的创业能力与驾

驭力，因此他们往往更不愿意倚赖那些不可控的

因素，例如支付额外成本靠打点去迎合政府．
假设 4a 创业者自我效能与新企业从事打

点行为的意愿负相关．
ⅱ创业者商业道德 道德标准被定义为“个

体对于行为准则本质和基础的信念”，是指一个
人对于一系列什么是“对的”的感知和判断，这会
影响他处理组织事务的行为．研究发现奉行马基
雅维利主义的人( Machiavellian) ( 一种个体道德
标准的价值观) ，通常认为违反道德的行为没有

那么严重，而且一旦触发问题，他们也不愿意采取

行动去纠正错误［38］; 相反，更高的道德认知水平

将带来更多的道德行为．组织情境下的研究也证
明，高层管理者对企业政治行为的解读和看法，影

响着他们是否投身于政治行为［39－40］．
本文关注的创业者商业道德是指个体道德准

则在处理具体的创业活动中的应用．具体而言，在
创业起步阶段，受资源稀缺和环境约束，创业者为

了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会想尽办法去争取外界的

支持．这时候，创业者本人秉持将非市场行为“理
性化”( rationalized) 的认知模式，认为“为了创业
成功，可以不惜绕过法律管制，或者秉持商业活动

与伦理道德存在天然矛盾性的功利主义思想”，
那么他们在与政府官员或公共服务部门打交道的

过程中，创业信念极易动摇．尤其是一旦企业经营
遇到挫折或者面临市场诱惑的时候，他们会认为

打点政府以获取需要的关键资源是理所当然的，

而且付出的成本较低，由此会在内心强化政府所

控资源的重要性，进而增强了他们的打点意愿

( 加强了情境①) ; 相反，商业道德水平较高的创
业者，自身约束能力较强，在企业面临经营困境的

时候，能够坚持自己的经营底线，能够利用较高的

商业道德约束自己的不当决策行为．他们会自信
地认为，企业经营可以有更多替代性的资源获取

渠道( ③) ，而不会通过贿赂、收买政府来赚取不
正当利益．
假设 4b 创业者的商业道德与新企业从事

打点行为的意愿负相关．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收集程序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南开大学创业管理中心主

持的中国创业动态跟踪调查( Chinese panel study
of entrepreneurial dynamics，CPSED) 第 1轮和第 2
轮调研的样本．该调研项目是由美国百森商学院
的 Paul Ｒeynolds 教授发起的创业动态跟踪调查
( panel study of entrepreneurial dynamics，PSED) 跨
国研究的组成部分，旨在从微观视角剖析创业活

动的独特性，解析新企业生成与成长的机理和

路径．
CPSED 研 究 采 取 分 层 抽 样 ( stratified

sampling) 与随机跳号家户电话抽样 ( random
digital dialing，ＲDD) 相结合的抽样思路，在 18 岁
以上成人群体中识别新生创业者( nascent entre-
preneur) ，并在 2年内采用 3次跟踪式电话访问的
手段追踪这些新生创业者的创业活动的发展状

况，动态跟踪创业行为与过程，从微观视角剖析创

业活动规律．
CPSED项目将中国按新生创业活动活跃程

度为依据划分为东部、西部、东北、和中部 4 个层
级，考虑地区间创业强度差异，在东部地区选择

“北京、天津、杭州、广州”，中部地区选择“武汉”，
东北地区选择“沈阳”，西部地区选择“成都”、“西
安”等 8 个城市开展调查．在每个被调查城市，
CPSED以各城市 18 岁以上成人数量为依据，按
照各城市人口规模为标准确定每个城市内调查样

本分配权重，进而形成各被调查城市的样本量分

配方案．同时研究采用随机跳号的家户电话访谈
方式进行抽样，即按照新生创业者的甄别标准需

要询问家户中是否存在符合要求的调查对象，而

不局限于接电话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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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探测性调研的基础上，2009年 7月― 9
月，CPSED首轮调查在上述 8个城市同步开展，在接
触 69 990户家庭的基础上，电话访问了22 045人，识
别出新生创业者 974名，其中 601名新生创业者完成
第 1轮电话访谈．2010年 8月― 9月间，CPSED项目
开展了第 2轮跟踪访谈，追踪到了 321个有效样本，
并分出了 3种创业进程，其中 175个样本依然处于
新企业筹备状态; 29个样本已经成功创建了新企业，
完成了新企业生成过程; 另有 117个样本退出了创
业进程．本文选择第 2轮调查中筹备组和运营组的
204个样本作为样本框，并剔除在主要研究变量上有
缺失值的样本，共得到 140个有效样本．
2．2 变量测量方式
本文研究变量的度量来自不同年份的测量结

果，其中打点意愿和新企业绩效的度量来自

CPSED 2010年的调研数据．在影响打点意愿的前
置变量中，宏观和企业层面的变量来自 CPSED
2009年的调研数据以及樊纲《市场化进程指数》
2009年的统计数据，个体层面的变量来自 CPSED
2010年的调研数据，不同年份、不同渠道的数据来源
使得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同源方法偏差的影响．
2．2．1 打点意愿
本文利用主观度量的方式测度新企业从事打

点行为的意愿．之所以采用感知( perception) 层面
的变量来代替行动( action) 层面度量，是因为政
治行为本身的敏感性，使得研究者难以获取实际

从事的打点行为的信息，或者使得所获数据缺乏

变异( variance) ．为此，本文借用以往研究的成果，
考察在新企业创建过程中与其资源获取、市场进
入等密切相关的政府和公共服务机构打交道过程

中，是否愿意通过支付“打点费”的方式来办事来
以度量打点意愿．具体包括处理税务问题、获得政
府订单、处理顾客服务问题、应对司法事务( 公检
法) 以及应对安全检查、工商、城管等［41］．在每一
个条目上，被访者认为有意愿支付打点费用的记

为 1，反之为 0．加总在如上 6 个条目上的打分，构
成一个从 0－6 之间的连续变量，得分越高，认为
打点意愿的强度越高．
2．2．2 新企业初期绩效
对新企业绩效的度量一直因为难以找到最恰

当的变量而尚未形成统一意见，其中的难点在于

新企业在诸多用来衡量成熟企业绩效指标上，依

然处于“努力中”阶段，很难用销售收入、资产规
模等客观数据测量．因此采用主观度量方式，利用
与竞争者比较、或者基于创业进程的发展而对绩
效做出预估等方式来度量创业绩效逐渐得到了学

界的认可［42］．从具体指标上，本文选择反映发展
规模的雇员预期来测度新企业绩效，而雇员人数

通常被认为是最适合的新企业绩效测度指标之

一［43－44］．本文用下一期雇员预期作为绩效的度量
是因为从逻辑上看，当期的打点行为要带来企业

绩效层面的收益二者之间有一定的时滞性．
2．2．3 环境宽裕度
遵循 Tan 和 Litschert［45］的测量思路，从关键

的环境要素对新企业发展的有利性层面度量创业

者感知到的环境宽松性，环境因素主要有竞争者、
消费者、供应商、人才供应状况、融资机构、技术条
件、政策法规 7个方面．具体在每个条目上利用 5
级里克特量表度量，考察不同维度的利益相关者

是否对本企业的发展是有利的，1 代表非常不利，
5代表非常有利．
2．2．4 地区市场化进程
本文有关打点意愿的数据采自中国创业动态

跟踪调研第 2 轮，即 2010 年调研的跟踪数据，因
此本文依照樊纲编著的《中国市场化指数: 各地
区市场化相对进程 2009年报告》中的直辖市和省
的市场化进程指数，对 CPSED调研的 8个城市赋
值，构成第 2个数据来源，进一步规避了同源方法
偏差的影响．该变量数值越大代表该地区的市场
化进程程度越高［28］．
2．2．5 产品创新性
本文在 Samuelsson［46］、田莉和秦剑［44］的基础上

分别针对技术型和非技术型创业企业，度量其向市

场提供的产品/服务的创新性．这两个变量采用正向
编码，因子得分越高，代表新企业的产品创新性越强．
由于针对不同样本，利用不同的变量条目分别测度

了技术型企业与非技术型企业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性

这一构念，因此将这两个变量分别纳入回归方程．
2．2．6 市场范围
本文按照新企业预期进入的市场范围划分

类别变量，从专注于本地市场、区域市场、全国
市场到进入海外或全球市场，共 4 个类别．并以
专注本地市场类别为参照变量，进行虚拟变量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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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技术型创业企业产品 /服务创新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Table 1 Ｒesult of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on technical new venture’s product / service innovation

探索性因子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因子值 信度系数

将大部分资金优先投入于研发活动 1 5 2．952 0．660

积极去申请专利、商标或版权保护 1 5 3．111 0．683

所提供产品或服务在市场上的独特性 1 5 3．540 0．823

您提供的产品或服务面临的竞争压力很低 1 5 3．111 0．626

0．641

注: 1． N= 63; 2． 公共因子提取办法为主成分方法，提取出了 1个公共因子，对变量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49．3%;

3． KMO样本充分性检验值为 0．681; 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 33．381，P＜0．01．

表 2 非技术型企业产品 /服务创新性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Table 2 Ｒesult of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on non-technical new venture’s product / service innovation

探索性因子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因子值 信度系数

您的产品或服务面临的竞争压力很低 1 5 2．792 0．623

您的产品或服务显著提升了性价比 1 5 3．636 0．684

您的产品或服务在市场上非常独特 1 5 3．130 0．689

产品或服务能满足客户还没有意识到的潜在需求 1 5 3．610 0．692

0．624

注: 1． N= 77; 2． 公共因子提取办法为主成分方法，提取出了 1个公共因子，对变量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52．5%;

3． KMO样本充分性检验值为 0．565; 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 12．784，P＜0．05．

2．2．7 创业者自我效能
创业者自我效能是指创业者认为自己能够成

功完成与创业相关的各种角色和任务的信念．本
文利用投射变量，即新生创业者对新企业未来发

展预期的判断来测度创业者自我效能概念［44］．将
那些对创建新企业的勃勃雄心，希望新企业发展

的越大越好的创业者归为“高自我效能组”( 编
码为 1) ．相反，将那些在新事业的拓展过程中表
现为追求稳妥，规模可控的创业者归为“低自我
效能组”( 编码为 0) ．
2．2．8 创业者商业道德标准
本文采用 Wright 等［15］的量表度量创业者的

商业道德标准，并进行了信度、效度检验．由于商
业道德变量的度量来自 CSPED 2010 年的调研数
据．随着新企业创建过程进入到第 2 个年头，分化
出了两种不同的创业进程( 状态) ，即有的创业者

还在积极的投入新企业组建的各项活动中，称为

“筹备组”; 有的创业者已经成功创建出了符合新
企业标准的企业，进入了正式的运营阶段，称为

“运营组”．
表 3和表 4分别列出了运营组和筹备组相关

条目的检验结果．在计算该变量时，对相关条目进
行了反向编码，得分越高，代表创业者商业道德标

准越高．
2．2．9 控制变量
为了对照针对既有企业政治行为的研究，本

文控制了已有研究提到的在企业和行业层面可能

影响打点意愿的变量，包括①行业类型( 制造业
或非制造业) 、②行业竞争度以及③创业进程( 创
业筹备阶段或运营阶段) ．第①和②变量来自
CPSED 2009 年的调研数据，第 ③ 变量来自
CPSED 2010年的调研数据．

表 3 创业者商业道德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运营组)

Table 3 Ｒesult of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on entrepreneur’s business ethics ( operation group)

探索性因子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因子值 信度系数

大部分创业者都在想办法来绕过政府规定 1 5 3．381 0．606

在不违法的前提下，大部分创业者会为了利益而违反规定 1 5 3．381 0．770

在周围，许多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从事非法活动 1 5 2．523 0．686

为了个人或企业利益而违反法律并没有错 1 5 1．619 0．777

商业活动和伦理道德本来就是矛盾的事情 1 5 2．191 0．781

0．648

注: 1． N= 21; 2． 公共因子提取办法为主成分方法，提取出了 1个公共因子，对变量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44．14%;

3． KMO样本充分性检验值为 0．670; 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 21．442，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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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创业者商业道德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筹备组)

Table 4 Ｒesult of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on entrepreneur’s business ethics ( in process group)

探索性因子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因子值 信度系数

大部分创业者都在想办法来绕过政府规定 1 5 2．840 0．704

在不违法的前提下，大部分创业者会为了利益而违反规定 1 5 3．160 0．738

在周围，许多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从事非法活动 1 5 2．168 0．588

为了个人或企业利益而违反法律并没有错 1 5 1．403 0．531

商业活动和伦理道德本来就是矛盾的事情 1 5 2．479 0．511

0．605

注: 1． N= 119; 2． 公共因子提取办法为主成分方法，提取出了 1个公共因子，对变量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58．565%;

3． KMO样本充分性检验值为 0．605; 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 76．323，P＜0．01．

2．2．10 同源方法偏差检验
虽然本文的变量来自 CPSED调研不同年份

的调研结果和客观数据的补充，但为了进一步

检验主观性度量而带来的同源方法偏差问题，

本文基于 Podsakoff 和 Organ［47］的建议，将模型
中所有主观度量变量进行了因子分析，在未旋

转时得到的第 1 个主成分，就反映了同源偏差
水平的高低．结果显示因子载荷量是 19．8%，并
没有占到多数，所以可以认定同源偏差问题并

不严重．
2．3 数据分析
表 5列示了主要研究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

阵，从中可以看到，在两阶段模型中( 阶段 1: 打点
意愿—初期绩效; 阶段 2: 前因变量—打点意愿) ，
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而主要

自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并不高．

表 6列出了本文两阶段模型的分层回归结果，
利用 SPSS13．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在模型 1中纳入
了包括控制变量以及打点意愿，验证其与新企业初

期绩效间的关系，假设 1 得到了验证( β=0．223，
P＜0．01) ，即新企业从事打点行为的意愿越高，创业
者预期下一期将取得更好的绩效．模型 2－1到 2－3
是对新企业打点行为前因变量的探讨，在宏观层面，

环境宽裕度( β=－0. 143，P＜0．1) 以及地区市场化进
程( β= －0. 139，P＜0．1) 对打点意愿的影响方向得
到了支持，但仅在 10%水平上被支持，需谨慎接
纳假设 2a和 2b的结论．在企业层面，在针对技术
型和非技术企业分开测度的产品 /服务创新性
( β技术=－0．132，P＜0．01; β非技术=－0．101，P＜0．05) 的检
验结果支持了假设 3a; 相对于仅仅进入本地市场
的新企业，进入更广范围如区域市场( β1 =－0．132，
P＜0．05)、全国市场( β=－0．098;

表 5 主要变量间相关性系数表
Table 5 Table of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main variables

变量
初期绩效

( 1)
打点意愿

( 2)
产业类型

( 3)
行业竞争度

( 4)
创业进程

( 5)
环境宽裕度

( 6)
市场化进程

( 7)
( 1) 1

( 2) 0．236＊＊ 1

( 3) 0．142 0．050 1

( 4) －0．134 0．074 －0．086 1

( 5) 0．143+ 0．147 －0．064 －0．001 1

( 6) 0．106 －0．128 0．096 －0．150 0．056 1

( 7) －0．085 －0．147+ －0．021 0．079 －0．021 －0．064 1

( 8) 0．161 －0．105* 0．071 －0．278＊＊ －0．032 0．136 －0．031

( 9) 0．143 －0．112 0．103 0．130 －0．130 0．132 －0．012

( 10) 0．091 －0．078* 0．253 －0．056 0．039 0．018 0．072

( 11) 0．079 －0．086 0．208 －0．103 0．036 0．028 0．093

( 12) 0．103 －0．111 0．332 0．129 0．103 －0．037 0．103

( 13) －0．231＊＊ －0．030+ －0．009 0．154+ －0．518＊＊ 0．051 0．062

( 14) 0．059 －0．266＊＊ －0．092 0．097 0．009 0．028 －0．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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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Table 5 Continue

变量
产品创新性－

技术型企业( 8)
产品创新性－

非技术型企业( 9)
区域市场

( 10)
全国市场

( 11)
海外或全球

( 12)
自我效能

( 13)
商业道德

( 14)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1

( 9) 0．245 1

( 10) 0．125 0．135 1

( 11) 0．133 0．101 0．013 1

( 12) 0．098 0．093 0．009 0．002 1

( 13) －0．048 0．120 0．091 0．013 0．100 1

( 14) 0．120 0．102 0．082 0．070 0．032 －0．231 1

注: N= 140; +，P＜0．1; * ，P＜0．05; ＊＊，P＜0．01．

表 6 分层回归模型
Table 6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model

模型 1

因变量

初期绩效

模型 2－1

因变量

打点意愿强度

模型 2－2

因变量

打点意愿强度

模型 2－3

因变量

打点意愿强度

控制

变量

产业类型 0．126 0．049 0．038 0．082

行业竞争度 －0．140+ 0．112 0．069 0．032

创业进程 0．118 0．143+ 0．150+ 0．145+

打点意愿强度 0．223＊＊

宏观
环境宽松性 －0．143+ －0．140+ －0．097+

地区市场化进程 －0．139+ －0．145+ －0．133+

组织

产品 /服务创新性－技术性企业 －0．132＊＊ －0．153＊＊

产品 /服务创新性－非技术性企业 －0．101* －0．13*

区域市场 －0．132* －0．089*

全国市场 －0．098* －0．120*

海外或全球市场 －0．112* －0．097*

个体
自我效能 －0．049+

商业道德 －0．298＊＊

调整 Ｒ2 0．080 0．068 0．088 0．112

模型的方差齐性检验 4．017＊＊ 1．661* 1．466* 2．734*

分层方差齐性检验 1．513* 6．275＊＊

注: N= 140; +，P＜0．1; * ，P＜0．05; ＊＊，P＜0．01．

P ＜ 0． 05 ) 以及海外或全球市场 ( β1 = －0．112，
P＜0．05) 的新企业从事打点行为的意愿都更低，
假设 3b得到了支持; 在个体层面，创业者自我效
能( β = －0．049，P＜0．1) 得到有限支持( 假设 4a)
和商业道德标准( β = －0．298，P＜0．01) 得到支持

( 假设 4b) ．

3 结束语

本文基于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的创业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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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了新企业政治行为的前因和结果．结合资源
依赖理论，在对比既有企业政治行为研究结论的

基础上，锁定打点行为这一特别适用于新企业的

政治行为类型，验证了在资源高度匮乏的创业情

境下打点行为的经济理性动机．同时基于跨层次
的研究视角考察打点意愿前置影响因素发现，环

境宽裕度和地区市场化进程对打点意愿的影响虽

然方向上得到了验证，但显著性检验仅仅得到了

有限支持，结合行业层面控制变量的考察，本文推

断，与成熟企业更多关注环境扫描和行业竞争而

采取政治行为不同，新企业处在进入行业的过程

中，创业者更多是审视企业能力，并依据个体行为

偏好来选择是否要依仗打点行为来获取资源以提

升经营表现．当新企业拥有创新性的产品和服务
并能够进入更广的市场参与竞争的时候，其议价

能力和替代性选择会增多，由此弱化了打点意愿．
这种比较的思路证明影响新企业和既有企业政治

行为的因素是有差异性的，由此补充了现有关于

企业政治行为的研究．当然，宏观层面变量得到有
限支持的结论可能与本文的研究样本较少( N =
140) 有关．同时地区市场化进程这个变量，本文采
用了樊纲的研究结果，在 CPSED 的调研中，仅在
8个代表性城市进行了随机抽样的调研，因此这
个数值的变异来源也仅仅有 8 个，这在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统计结果的显著性．
另外，针对既有企业的研究，很少关注管理者

个体因素对政治行为决策的影响，而本文对此进

行了有益补充．在创业情境下，新特质论的研究呼
吁探讨创业者禀赋如何经由对创业行为和过程的

影响进而作用于新企业绩效．本文基于这一判断，
实证发现，当创业者对驾驭新企业创建过程中诸

多任务具有较高的信心时，他们会表现出较低的

遵从意愿．而那些秉持将非市场行为“理性化”的
道德标准的创业者，表现出更强的打点意愿．
本文基于资源依赖理论研究企业政治行为的

前因与结果，具体贡献如下: 首先，结合于新企业

的决策行为过程，考察了资源依赖理论在创业情

境下的适用性． Hillman 等［17］在资源基础论开创
学者 Pfeffer和 Salancik［16］的著作发表 30周年后，
对该理论的应用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其中提到在
资源基础论的 5 个主要应用领域中，有关政治行
为领域的研究是最被忽视的一部分( p1 411) ．在

过去 30年中，应用资源基础理论对政治行为的研
究大多在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而非管理学

中．大多数学者们将“企业依赖政府，进而会采取
政治行为”作为一个定律，而没有真正展开实际
的研究．本文将理论模型和假设推演定位于资源
基础理论的基本假设内，借此对该理论在企业政

治行为领域的应用进行了有益补充，特别是对该

理论在管理学中的应用提供了实证范例．
其次，本文对企业政治行为的研究有如下贡

献: 第 1，西方管理学界对企业政治行为的研究在
多个学科中( 如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 已有了相
当成熟的发展，而在我国管理学界相关的探索才

刚刚开始．本文将这一新兴研究引入创业情境，之
前人们虽然在概念上认可新企业政治行为的重要

性，但对于资源高度稀缺和面临新进入缺陷的新

企业，是否要支付额外成本，靠打点行为遵从于资

源持有者，他们又是否能从中获得经济上的受益，

实证研究尚未给出明确的结论．在比较加扩展的
思路上，基于资源依赖理论验证了新企业从事政

治行为的确可以支持其追求经营绩效的经济理性

动机; 第 2，我国学者对于企业政治行为的研究多
是针对企业政治行为总体，而在具体的情境下，不

同的政治行为类型或政治策略实施所带来的结果

是有差异的，因此学者们呼吁应就某个具体政治

行为的源起及实施策略的结果进行实证研究．本
文在分析创业情境下新企业政治行为特点的基础

上，聚焦于打点行为这一具体的适用于初创期企

业行为选择，借此得到有针对性的研究发现; 第

3，本文全方位地探讨了新企业从事政治行为的动
因，并涵盖了区别于既有企业的独特影响因素，由

此丰富了中国情境下企业政治行为前因的研究，

累积并贡献了新的实证证据．例如本文对于影响
新企业政治行为的宏观因素分析推动了制度作为

重要情境因素的研究并为此提供了实证证据．而
有关创业者自我效能和道德标准对政治行为影响

的发现，补充了基于西方政治行为理论中对企业

行为决策人要素关注的不足．
在实践层面，本文结论对于创业者、政府和相

关公共服务机构有着重要启示．首先，从创业者角
度来看，政府和相关服务机构所控的资源，以及对

新企业创建过程的影响使得新企业产生了靠打点

去管理这种依赖性的意愿，进而成为提升新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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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绩效又一途径．研究发现并非鼓励和倡导这
些非市场行为，而仅仅是揭示了转型经济背景下

中国企业经营中的现状，进而提示创业者和政策

制定者，应该正视这一转型时期的特殊问题，通过

规范新企业创建过程政策审批、资源配置等环节，
从根源上消除打点行为的土壤，同时引导新企业

的创业者更多关注企业经营和市场环节．其次，在
宏观层面，本研究发现在区域经济发展环境较为

宽裕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新企业从事打点

行为的意愿较低．为此，各级政府加快地区市场化
进程，出台鼓励支持新企业发展的良性机制，将影

响微观企业的行为导向，进而构建良好的创业氛

围．在企业层面，当新企业拥有更具创新性的产品
和服务、有能力进入更广市场参与竞争时，他们将
更少依赖对政府等强势资源持有者的打点，而更

多地是向市场中提供创新性的、有价值的产品和
服务，参与更广范围内竞争．最后，在个体层面对
打点意愿影响因素的发现说明，面对复杂充满风

险的创建过程，和强势的资源持有者，那些相信自

身能力的创业者会更少依赖打点，更可能通过自

身努力参与市场竞争，而这也是创业精神的本质

之所在．
本文在做出贡献的同时依然有诸多局限．首

先，本文利用当期打点意愿与下一期绩效预期之

间的联系验证二者间的逻辑关系，但受制于数据，

这种设计使得无法准确捕捉到当期打点意愿与下

一期实际经营绩效之间的联系．未来研究应该采
用下一期实际绩效数据，验证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同时在未来研究中利用多种指标度量新企业绩

效，补充验证结论的稳健性．
其次，本文利用投射变量度量创业者自我效

能，与多维度量表进行度量相比不够精确．但文献
研究发现，西方研究者们对创业者自我效能所包

含的具体维度和测量，在实证研究中依然无法达

成统一．大多数的实证文章依然依赖于单一维度，
或将几维度集成为单一指标的方式来测度创业者

自我效能．国内学者有关创业者自我效能的研究
起步较晚，多数为综述文章［49］，少数的实证研究

一般是在国外学者开发的几套量表基础上，进行

中国情境下的验证［50－51］或者同样采取投射变量

的方式来度量［44］．未来研究应该进一步从理论上
讨论创业者自我效能概念内涵及合理的测度方

式，对本研究的结论稳健性进行验证．
最后，企业政治行为属于非市场战略的一种，

非市场战略与传统的战略管理研究中探讨的市场

战略( 如模仿战略与组织学习等) ，已被证明分别

有助于改善企业的经营绩效，并可以进行整合以

致发挥协同作用［52－53］．本文关注的打点行为，作
为非市场战略的一种，与新企业初期采取的市场

战略间有何关联，是否存在相互替代或相互增强

的关系，将是很好的拓展方向．事实上，在以既有
企业为对象的研究中，已经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学

者关注到了这个问题［6－7］．但本文受制于数据来
源，以及为了研究问题更聚焦等考虑，无法引入并

控制其他战略类型对经营绩效的影响，本文呼吁

未来研究在创业情境下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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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ure or rationality driven: Antecedents and outcomes of new ventures’
political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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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this study explores the antecedents and outcomes of new
ventures’political behaviors especially by focusing intentions of graft to win backup when new ventures deal
with government and public official departments． The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hina’s Panel Study of Entre-
preneurial Dynamics finds that，the intention to graft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new ventures’initial perform-
ance． Among multi-levels’antecedents of graft intention，it finds that，at the macro level，new ventures in
munificent environment and located in developed markets have less intention to graft; at the firm level，new
ventures with innovative products and services and enter a broader scope of market，show a lower intention to
graft; at the individual level，entrepreneurial self efficacy and ethical beliefs are negatively related to graft in-
tention．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implication of 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 in the management field and
researches on firm political behaviors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Key words: political behavior; initial performance; antecedents; new ven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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